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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冲击下的农民生活状况
——以近代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考察

房 利

（铜陵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 要】近代以来，淮河流域自然灾害比较频繁，接连不断。灾害的发生对农村冲击最大，首当其冲的是农民的生活

境况。在灾害的冲击下，农村农业歉收或绝收，农民的粮食损失严重，食物严重匮乏，其生活举步维艰，时常处于入不敷

出的悲惨境地，陷入高利贷剥削的深渊，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得不到保证，可见，灾荒是影响农民生活状况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近代淮河流域，在灾荒的冲击下，灾民的生活状况之所以如此贫困和艰苦，主要在于社会和政府没有完

善的应灾机制，不能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这对于今天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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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Farmer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Famine
——A Study on the Huaihe River Valley in Modern Times

FANG Li

(School of Marxism,Tongling University,Tongling,244061)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Huai river basin have been frequent and continu-

ous. The impact of the disaster on the countryside is the biggest, the first is the farmer's life situ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saster, in rural areas crops output reduced, even had no harvest , the farmers suffered seri-

ous grain loss and severe food shortage, they encountered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at the misery of living be-

yond its means, in the abyss of exploitation of usury, even the most basic right to live is not assured. So fam-

ine i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 of farmers' living conditions. Modern Huaihe river basi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saster,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people is so poor and hard, mainly lies in that the society and

government has no perfect mechanism for dealing with disaster, can't reduce the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

sasters, safeguard people's basic life, and it also has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unction for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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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了沿淮乡村生活环境，而且使整个沿淮地区的社会经济

环境遭受了持久和全面的冲击，引发了这一地区社会的凋敝、破败和荒凉。沿淮农民生活苦难的根源，

无外乎天灾与人祸，“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的中国，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尤其是“民国以来，灾荒的利爪，

更频繁地，紧紧地，抓住中国农民的命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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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灾荒深重的社会，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是广大的农民。有关灾害与近代淮河流域农民

生活状况的问题，部分学者在相关著述中已有所涉及①，但大都只是针对沿淮部分地区作重点探讨，而就

整个淮河流域而言，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灾荒中农民粮食损失严重，食物严重匮乏

中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但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

响最为深刻，自然灾害，尤其是一些大的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它会直接损害农田生态系

统，导致粮食歉收或绝收。近代，各种自然灾害在沿淮流域各地疯狂肆虐，所到之处，田地破坏，苗禾尽

毁，农业损失极为惨重。1927年至1929年山东省各地水、旱、蝗灾害相继而至，灾情罕见，农业受到惨重

打击。1927年，全省“3万余村庄之收成，大多数不满一成，较佳者二、三、四成不等，达五成者仅一县，各

县平均仍不足二成。”②1928年，通过调查“曹县颗粒无收，收成仅1、2成者14县，3成者8县，4成左右者2

县，5成以上者仅4县（另有19县收成不详）……重灾之区‘村民多拆屋售材料以购粮与燃料。有多村之

房屋仅余四壁，人民结队赴东三省者络绎不绝，有数县生产占百分之六十；其留者有百分之三十，为病所

困。有许多田中全未种物，牲畜渐见稀少。’”③1931年，江淮大地发生特大水灾，淮河流域四省都是重灾

区，当时，沿淮各地，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其中沿淮三省受灾土地：“上游河南省，受灾面积一千一百万亩，

中游安徽境内，受灾面积二千一百万亩，下游江苏受灾面积三千三百万亩，三省合计受灾总面积达六千

四百万亩，三省灾民近两千万。”④灾难中，大部田禾遭到淹没，粮食损失严重。里下河地区：“不独未割之

秋禾立遭淹没。即抢救一二成之早稻，因无地安顿，均与牲畜一切随波逐流。”⑤ 1942年至1943年，河南

省出现百年不遇、持续数年之久的特大旱灾，灾区粮食产量遭到极大破坏，收成大幅下降。河南沿陇海

线两岸各县“自西徂东……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如襄城、禹县、郏县、临

汝、鲁山、叶县、舞阳、许昌、长葛、洧川、鄢陵、扶沟、临颍、西华等地苦旱，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各县，如

南阳、内乡、淅川、镇平、西平、遂平、汝南、新蔡、确山、上蔡、唐河、邓县等地，丰收原本可望，不意行将麦

收之时，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继之以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实满地生芽，徒唤奈何，收成不过三四成而

已。麦收既不佳，秋种之后，八十余日，滴雨未见，秋收更属根本绝望。两季一无所收，遂构成河南之严

重灾难”⑥。

由于灾荒的不时袭击，淮河流域农民生活步履维艰，“灾民或转死沟壑，或卖儿鬻女，或走上到处流

亡的道路”⑦。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农民的田地或被淹没或成赤地，禾苗受损严重，粮食比较匮乏，即使

往年的存粮也丧失殆尽。在灾荒中能够幸运生存下来的农民面临着如何解决饥饿问题。有道是“民以

食为天”，粮食问题对于农民生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灾荒中农民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食物的严

重短缺。农作物维持生计，粮食收获的丰歉，对农民生活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汪志国：《自然灾害

打击下农民生活的贫困——以近代安徽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房利：《灾荒冲击下的乡村社

会冲突——以近代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7年第1期；房利：《近代淮河流域自然灾害与地权的

异动》，《铜陵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②《申报》1927年11月25日。

③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

④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水利水电出版社，1990年，第293-294页。

⑤《江苏六合、东台、高邮、高淳、兴化遭受水灾蠲缓田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二，案卷号1756。

⑥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53页。

⑦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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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农民的食物标准本来就非常低廉，但在灾荒的冲击下，为了解决饥饿问题，灾民几乎没有

标准了，能够维持生存是唯一标准，原本不能作为食物的物品现在也成了香饽饽。灾荒中，成为灾民食

物的替代品都是一些正常年份不可能吃的所谓“食物”，如蓼子根、蕨根、葛根、地草菰、榆树皮、芡果、槎

栗猴根、槎栗子、芝麻饼、菜饼、谷糠、观音土等。

这些食物平时根本不能食用，对人体没有任何益处，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但灾荒时期，就连这样的食

物都很难得，“能够吃到用作肥料的花生饼或者豆饼，就算不得了；吃红薯的人都是幸福的；吃红薯叶、榆

树叶、野菜、柳树叶的，也都把它视同珍品。有的人吃河里的藻草，我见到市上还是称斤论两出卖的，得

来也不容易。树皮不好吃，而吃者有之；石粉不能吃，而吃者有之。无它，填饱肚子，免得一时饿得难

受”①。

尽管上述食物，对人体可能构成危害，但在灾荒年代灾民使用这样的替代品比比皆是。如灾民常以

苦菜为食，“苦菜一物虽微，其功实大，丛生山中，味苦而性清和。岁荒，乡民倾室采取，漂去苦汁，掺米少

许，以代粮，功与蕨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安徽霍山荒灾，“贫民恃此以生者十七八”②。1911年，淮

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阳颍州等地灾民常以树皮丸和草根羹为食物。“树皮丸：驯良之

饥民，以草根作饼，以树皮为丸，用磨研为细末为丸，每日吞丸救急。奈人多树少，森林濯濯，到处有树无

皮，一片白林，为百年所仅见”；“草根羹：春雪积至数尺，迩时无草可觅，及雪融后，几数日不食，奄奄待

毙，群争掘草根作羹，聚而食之，如获甘露”③。苏北情况更惨，“所餐则荞花芋叶，杂以野菜，和煮为糜，日

不再食”④。1931年，江淮大地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水灾，食物严重短缺，灾民不得不以草根、树皮作为

主食。据当时报纸记载，当时山东省邹县农民以下列树草为主要食料：灰灰菩叶、苦苦菜叶、扫帚菜叶、

季菜、杨槐叶、槐叶、柳叶、榆叶、红薯茎叶、脂麻叶、嫩杨叶、秋杨叶、其它树叶⑤。1942年至1943年，河南

发生历史上少见的特大旱灾，粮食紧缺，“鲁山、襄城、许昌、郏县、禹县等地饥民食树皮草根已成惯事，有

将干草炒黄，磨成细末，和以榆树皮粉果腹者；有用田内青麦苗暂时疗饥，吃后不到数日，中毒而亡；春间

更加严重，饥民夜间将新埋的死尸掘出争割煮食；虽极贫之家，有人在外不归，夫非既富有之被起票，而

人时有失踪，是不唯人食兽之食，人且相食也”⑥。灾荒时期，灾民在无食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也不顾仁

义道德古训，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行为，人肉也是食物的替代品，所以，许多地方酿成吃人的惨

剧。

二、入不敷出的悲惨境地

近代，作为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常年辛勤劳作，其生活境况却步步维艰，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

也得不到保证。灾荒时期，农民就连食物来源都不能得以保证，其他要求只能是奢望了。即使在正常的

年景中，其穿着和住房都很简陋，何况在灾荒时期呢？有道是“民间终岁勤动，仅足供上下两忙之费而无

余。是以虽值屡丰，不免冻馁，一遇水潦，相继流亡。国课之所以岁逋，民生之所以日蹙，胥由此也。”⑦

那么在灾荒年代，近代农民的生活真实境况到底如何呢？1871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考察

中国时，描述了扬州农民的生活状况：“居民衣着褴褛，善良而懦弱。在这样显然一年三获的富饶的土地

①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4期。

②光绪《霍山县志》卷2《物产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③安徽地方志办公室：《安徽水灾备忘录》，黄山书社，1991年，第3页。

④冯煦：《查办江皖两省急冬各赈，并拨款协济折》（宣统三年正月十四日），《蒿庵奏稿》卷4，第48页。

⑤《大公报》1931年5月20日。

⑥《河南省旅沪同乡会会议》，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17-30。

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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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何以会有这种穷象呢？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大地主，像其他地方那样占有了土地的最大和最好的部

分。也没有那些节日，像在天主教地区，许多人曾强调指出其对于居民劳动力所造成的不利的影响。就

连星期天也是没有的，而是一年到头都是工作日。”①淮河流域农民不仅衣着褴褛，而且住宿等条件也非

常恶劣，“至于佃户之苦，不必问其力作艰难，但观其居必草茅，不庇风雨；食必粗粝，时杂糠粃；种种苦

况，吞声独受。偶有衣食完全，居处宽适者，不及百分之一。”②近代，淮河流域灾害频繁不断，农民生活在

水深火热中。

近代沿淮农民虽然终日辛勤劳作，但其劳动收成仍然不能保障一家人的最低生活需求。“盖近年

谷米日贵，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

患。”③“江皖以北之地，每岁又多旱，耕获所得，断不能敷八口一岁之食，故每岁秋收之后，将其所有留老

弱以守之，以待来春播种之需，壮者则散之四方以求食，春间方归，以事西畴，谓之逃荒。”④从这些史料看

出，在灾荒年代，粮食收成减少，而米价特贵，农民田地所得收入不够一家食粮，因此被迫流亡。

那么近代淮河流域农民的具体收支情况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到底如何呢？以下就此问题进行分

析，以加深了解当时的沿淮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近代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农作物的经营收入为主，畜养收入和副业收入很少。农作物经营这一块，由

于农业技术落后等原因，其总额也是不高的，如果遇到灾荒，就更微乎其微了。我们通过以下一些统计

数据资料来分析当时农民收入的大致水平。

第一则资料来源于卜凯调查资料。根据卜凯的调查，1921年至1925年间，安徽怀远、宿县三类农户

平均收入为219.1元，其中怀远县自耕农农户平均年收入190.28元，而宿县则为310.81元；宿县半自耕农

和佃农年收入则分别为180.58元和194.73元，佃农的收入反而高于半自耕农⑤。

第二则资料是1922年马伦等人对安徽宿县的调查数据。调查农村居民558家，其年均总收入是

162463元，户均约291元，但是各户之间的差距较大，低于平均数的户数较多，其中户均90元以下有224

家，占总数的40%以上；年均在90～150元之间的有123户，为总数的22%左右；150～200元者有53家，

占总数的10%左右；200～300元者有50家，占总数9%左右；300以上者总共108家，占总数的19%⑥。

第三则资料则是1931年官方分别对皖北最贫穷的霍邱县和皖南最富裕的无为县农户的调查资料。

据统计，1931年无为县农户平均以10亩田地计算，其收入为214元；霍邱县以平均23亩田地计算，其收

入为225元⑦。

以上三则材料尽管不太具体和详细，但还是能看出近代淮河流域农民的大致收入情况。陈业新经

过对以上数据的详细分析和考证，认为近代皖北农民年均收入应该在220元左右⑧，汪志国通过研究认

为当时安徽农家收入应该在200～300元之间⑨。虽然，他们研究得出的是安徽农户的收入情况，但也可

以推论出当时淮河流域的大致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近代淮河流域农家的收入估计在200～300元之

间。虽然不能给出具体的农户收入情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各地方农户收入高低是变动的，而且受

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909页。

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915页。

③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771页。

④《申报》1876年12月27日。

⑤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6-88页。

⑥陈业新：《民国时期民生状况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

期。

⑦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57页。

⑧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7-208页。

⑨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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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环境的影响，每年收成也高低不一。

关于各地农户的平均消费水平，相关调查和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20世

纪早期农家生活费用大致平均为200元左右①。而据乔启明的调查统计，安徽怀远、宿县、来安三县户均

年生活费支出为222.49元，皖北二县为222.21元。因此，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据此把该二县的家庭平均

支出定为220元左右②。当然，考虑到地域、环境等因素，沿淮各地农户的消费支出有所不同，陈业新认

为如果把220元作为皖北各州县户均年收入和支出水平，那么，一些县份户均年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居

民可支出的总额相对较少，无疑影响其生活状况；而另外一些县份，在支出方面达不到平均水平，其生活

水平自然不高。据此，陈业新认为当时宿县有62%以上的农户生活无法得到保障③。因此，近代沿淮各

地支出和消费虽然不同，但大致相当，总体上农民生活十分艰难。

农户的具体消费主要是生活上的各项开支，大致包括食物、衣服、住房、燃料、医药、生活改进、个人

嗜好、器具设备、杂项等（见表1）。

表1 安徽农家生活支出一览表 （单位：元）

支出项目

食物

房租

衣服

燃料

医药

生活改进

个人嗜好

器具设备

杂项

合计

怀 远

价值

107.17

6.70

16.41

19.27

3.77

16.09

6.43

2.63

6.69

185.16

百分比

57.9

3.6

8.9

10.4

2.0

8.7

3.5

1.4

3.6

100

宿 县

价值

153.48

4.35

21.68

22.93

3.03

28.27

10.47

2.13

12.92

259.26

百分比

59.2

1.7

8.4

8.8

1.2

10.9

4.0

0.8

5.0

100

来 安

价值

108.58

13.56

18.36

42.72

1.23

24.92

12.00

0.69

-

223.06

百分比

48.7

6.1

8.2

19.6

0.5

11.2

5.4

0.3

-

100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56页。

表1是1922年至1925年安徽三县生活支出统计的调查数据，从表中可知，三县农民的大部分消费

支出是食物支出，其中沿淮的怀远和宿县食物支出达到58%，其他开支都很少，不超过20%，个人穿着支

出三县农民平均也仅占8%多点。从而说明三县的农民生活消费主要以解决吃饭问题为主，农民的生

活水平是极低的。

近代沿淮农民的收入甚少也就决定了其消费水平较低。农民的消费习惯基本为“量入而出”，有多

少米就做多少饭。淮河流域农民的消费根据收入多少量力而行，一般都是以解决生存问题为主，其他能

省则省，即使这样，大部分农民仍然解决不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如安徽无为县和霍邱县，前者为该省最

富裕的县，后者为最贫穷的县，但两县农民生活收支都是入不敷出。据统计，1931年，无为县农家每户

平均以10亩田计，其收入为214元，支出为269元，收支相抵为负55元，入不敷出；霍邱县农家每户平均

以23亩田计，其收入为225元，支出为255元，收支相抵为负30元，入不敷出④。

①张培刚：《我国农民生活程度的低落》，《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1号。

②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47-348

页。

③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1-213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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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沿淮地区农民终日辛勤劳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本如何呢？农田收入是否达到所支出的成本

呢？我们以20世纪30年代安徽凤阳和河南襄城两县农民种烟平均每亩收支情况为例，探讨农民生产成

本收支是否平衡。

表2 1933、1934年凤阳、襄城烟田平均收支表 （单位：元）

项别

1.收入合计

1.1.主要农产品价值

1.2.副产品价值

2.支出合计

2.1.肥料

2.2.烘烟费

2.3.人工

3.入不敷出

1933年

凤阳县

17.50

15.90

1.60

25.50

4.80

3.80

16.90

-8.00

襄城县

5.60

5.30

0.30

21.60

4.00

2.30

15.30

-16.00

1934年

凤阳县

12.10

10.50

1.60

25.00

4.20

3.90

16.90

-12.90

襄城县

14.70

14.40

0.30

21.80

4.30

2.20

15.30

-7.10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55页。

从 表2中可以看到，1933、1934年沿淮两县的生产成本与收入相比都是不平衡的，已是入不敷出。

据统计，1933年，凤阳县和襄城县所得工资百分比分别为47%和-11%；1934年分别为19%和50%①。因

此，“可以说烟农没有得到超过他们应得工资的半数。一九三四年在凤阳和一九三三年在潍县还没有得

到工资的五分之一。河南中部的襄城情况更坏；此地烟农一九三四年只得到工资的百分之九，一九三三

年完全没有得到工资，那一年，他们烟产的收入，甚至还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更不用说工资了”。②所以

说，即使农民的人工全部耗尽，有时也不能弥补生产成本。“在凤阳生产小麦只能得到工资的40%至

50%，生产高粱的工资也不超过80%至90%。在襄城种小麦可得工资的20%至30%，而种高粱可得的工

资还不到10%，农民种植这些粮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口粮。”③

农户家庭收支是否平衡从近代农民是否借款和借粮情况也可以得出结论。一旦农户收支出现入不

敷出情况，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借款或借粮。下面通过1933年沿淮四省农村借款和借粮债户的百分率

统计数据来探讨这一问题。
表3 1933年沿淮四省农村借款和借粮债户的百分率

省份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山东省

22省平均

借款家数%

41

63

62

46

56

借粮家数%

43

56

50

36

48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49页。

说 明：22省指察哈尔、绥远、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

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55页。

②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56页。

③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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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沿淮四省借款家数的平均百分率为53%，借款家数超过一半，而淮河之滨的安徽和江

苏省更是超过60%，可见当时农民为了生存，借款家数比率之高；借粮家数的平均百分率为46.25%，而

安徽和江苏都超过50%。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借款、借粮家数的百分率都超过22省的平均百分率，说明

沿淮农民收支严重失衡，大部分要靠借款和借粮才能生存下去，可见近代农民生活的困窘状况。

近代，沿淮地区农民为了生活被迫举债和借粮，这些借款和借粮农户能在来年还清吗？如果来年遇

到灾荒，旧债未还又添新债，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农民生活负担。要了解农户贫困状况是否增长，可以

通过农家负债情况来考察，下面我们通过1934、1935年沿淮四省农家经济情况变动的数据来分析农民

生活贫困状况是否增长。

表4 1934、1935年沿淮四省农家经济状况变动

省别

河南

安徽

江苏

山东

有报告之

次数

232

106

209

263

未还债之农家所占%

1934年

40

52

57

36

1935年

42

60

63

42

未完粮农家

占总农家之%

1934年

26

29

35

14

1935年

29

39

38

19

未交租农家所占%

1934年

27

32

38

24

1935年

35

42

42

27

典押田地农家

占总农家之%

1934年

36

42

38

32

1935年

30

50

41

34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66页。

由表4可知，沿淮四省1935年未还债和未完粮、未交租之农户比例比1934年都高，农家负债状况更

加严重，负债户与负债额明显增长；有些农户（主要是指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了还债和完粮

不得不典押自己的田地，因此，1935年沿淮安徽、江苏、山东三省典押田地的农户比例增长；而半自耕

农、佃农种植他人田地，必须向田主交租，但是沿淮四省未交租的农户比例1935年比1934年要高。这些

都有力地证明近代沿淮农户生活日益艰难。如江苏铜山县：“农民因经济不能周转而借贷，此实为一种

不得已之举动。然此种事实之发现，近年各区均已较昔为多，诚为一极可注意之现象。”①

三、陷入高利贷剥削的深渊

鉴于入不敷出状况，为了生存，近代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流亡逃荒或借高利贷。由于灾荒年间，高

利贷对灾民生活影响较大，这里，我们重点探讨分析高利贷对灾民生活的影响程度。农民借贷主要有信

用借贷和抵押借贷两种。信用借贷依其所借对象之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借现金还现金，即“钱

债”；二是借现金还农产物，即“粮债”，“粮债”又分为“稻债”“麦债”“豆债”“菜债”等；三是借农产物还现

金；四是借农产物还农产物。抵押贷款，一般以农产物、土地、房屋或家畜作抵押②。

“钱债”即为借债双方以现金作为交易对象，有“日期”“月期”“年期”（10个月）“天期”（100天）和“集

市帐”等名目，如印子钱、放洋钱等。印子钱，一般是借钱一千文，债权人先扣利钱一百文，债务人实得九

百文，还款要一千文。这种方式，剥削程度极高，多为贫穷农家及小本营业者所采用③。如安徽五河县，

常采用印子钱方式借贷，债权人借出本钱一千文，加利钱八十文，由债权人立一折子与债务人收执，每日

晚间债权人向债务人索还钱四十文，并在折子上打一印子，为该日收迄之凭证，经过二十七天，连本息一

①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90页。

②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③苏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民间金融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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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还清①。放洋钱，来安县有的地方就采用这方法，即春初放出，麦季收回，每借银圆一块，即加一斗小麦

利息，如至秋季还，则须另加一斗绿豆②。

“粮债”在沿淮地区比较常见，但具体的借贷方式与习惯是因地而异的。“稻债”，即为债务者等到秋

收后，以所收稻米还其债务，利息大概为本金一元偿米一斗，利率视借款时之为年初或年末以决定其高

低③。“麦债”为债务人等到麦收获后清偿本息。如安徽五河县“灾歉年岁，民间金钱借贷，多约明以麦供

偿债之用。有议定借洋一元，偿麦若干者，其所偿之麦，大抵较借款时麦之市价，每斗多偿五、六、七、八

升不等；有除照原本偿还外，另加偿麦六、七、八升作为利息者；有借洋八角，出立一元借条，偿麦时，照市

价折合银洋一元，给付债权人，不另给息者”④。河南许昌、鄢陵等地，春贷钱100串（合12.5元），每年索

麦200来斤作息⑤。其他地方还有“菜债”的借贷方式，形式相差不大，主要是双方约定等野菜收获时，以

野菜清还其现金之债务。

沿淮地区，以借农产物还农产物的借贷方式也很普遍，农民因贫穷常向富豪借农产物，等有收成后，

再本息一起偿还。如安徽霍山县“惟是称贷豪家，又苦乘其窘急，或稻放麦利，麦放稻利，偿倍取而有加；

石收五斗，石收六斗，且过期而生息；遂至逋负山积”⑥。

抵押贷款，是以债务人的各种财产，如土地、房屋、牲畜、生产工具等作为抵押的借贷方式⑦。这种方

式对农民来说风险极大。一旦债务人无能力偿还债务，其抵押的财产就归债权人所有。近代沿淮地区

地主、商人常采用以抵押土地为主的抵押借债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债权人获利最大，地主往往通过抵

押借债方式获取农民的土地，使土地进一步集中起来，而农民失去土地变成了佃农。如山东邹县大黄庄

的地主平家与徐家在当地频用抵押土地贷款的方式兼并土地，从20年代到解放前，被其收走土地的有

十几个村子，四五百户之多⑧。

近代，地主和高利贷商人为了私利，想方设法榨取农民的血汗。如江苏省阜宁：“农民向地主借洋十

元，三个月内，除还本外，更须偿稻或麦一石，年利竟达百分之二百；当蚕忙之时，借钱需用加一，即借银

一元，即四十天归还，除本银外，更须加利息洋一元，年利竟达百分之九百。”⑨利用高利贷对农民盘剥是

近代地主和高利贷者最常用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富家人，坑穷汉，有一千，想一万，死把财贪。放帐

人，重利盘剥，常把那铁算盘放在身边，任你苦，任你穷，不惜一点，借一串，还两串，利钱当先。”⑩这首地

方歌谣典型反映了被高利贷者盘剥的农民的心态。又如苏北扬州市大刘庄有个封建地主刘步远“剥削

农民最毒辣的手段：春季一石米，麦收加五斗，一年不还就是四石五斗，米翻麦，麦翻米；一块钱年利加五

角，利加利、利滚利，逼得很多人家倾家荡产。一九三三年，本庄刘陈氏借他八十元，三年一滚，由八十元

加到四百五十元，逼得刘陈氏将十八亩田、十一间瓦房全部典给他。刘步远狼心还不满足，在当中又玩

手段，将典契写成卖契，要刘陈氏捺罗印，刘陈氏不识字，在卖契上捺了罗印。过了二年，刘步远要刘陈

氏将十八亩田、十一间瓦房给他，刘陈氏当时有冤无处伸，只有将房屋土地白白的给刘步远霸占去。”􀃊􀁉􀁓由

①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②苏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民间金融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7页。

③苏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民间金融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7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三联书店，1957年，第546页。

⑤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光绪《霍山县志・艺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⑦苏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民间金融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8页。

⑧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华东农村经济资料：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5、6分册（内

部资料），1952年，第89页。

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55页。

⑩民国《临颍县志》第28卷，河南商务印刷所，1916年，第24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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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利贷的盘剥，农民遭受的祸殃异常深重。“高利贷，驴打滚。利加利，本翻本。三翻二滚赔不起，倾家

荡产卖儿女”，这几句歌谣就是农民的血泪申诉①。

近代，淮河流域灾荒频繁，迫使农民向地主、高利贷商人借款，20世纪30年代高利贷发展到顶峰，而

且其利率也非常高。如1943年《河南民报》报道河南襄城县高利贷情况，“二月下旬揭洋七十元，至麦收

后，还小麦一斗（二十八斤）。当时当地市价，每斗五百元左右，计算起来，放债小麦一斗，麦罢（即麦收

后），便可收回七斗。至今（三月底）利息当不止此。”②安徽凤阳县春借米七升，秋还一斗；滁县借款一元，

月利0.16元③。当然，灾荒期间，农民借贷利率就更高了。1931年大水灾后，据卜凯调查，“借贷利率的

飞涨，成为灾区一般的现象。在金陵大学调查的5省81县中，灾后的利率平均比灾前增加33%”，其中皖

北为24%，江北为17%④。安徽宿县“1931年水灾后，粮食缺乏，农民借款需要孔殷，于是利率增高。当

物价猛落之际，利率较1930年之水准高13%，而至1934年竟较此水准高出50%”⑤。

表5 1933-1934年沿淮四省农村粮食借贷与现金借贷的利率

地区

河南省

安徽省

江苏省

山东省

22省平均

粮食借

贷月利%

7.3

10.0

7.6

3.5

7.1

现金借贷各种利率（年得）所占之百分比（%）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20%

1.2

1.2

14.3

5.4

9.4

20-30%

10.8

32.1

48.7

35.7

36.2

30-40%

52.8

38.3

25.2

37.0

30.3

40-50%

19.2

11.1

5.9

20.0

11.2

50以上

16.0

17.3

5.9

1.9

12.9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749页。

说 明：22省指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江西、

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

从表5中可以看到1933年至1934年沿淮四省的粮食借贷月利除了山东省外，都比22省平均要高，

安徽省甚至达到10%，可见粮食借贷利率多高。在现金借贷的年利率中，10%～20%的江苏占的人数比

例较高，达到14.3%，超过22省平均；20%～30%沿淮四省中只有江苏省高达48.7%;30%～40%的沿淮有

三省超过22省平均，其中河南省借贷人数比例最高，达到52.8%；40%～50%的河南、江苏两省超过22省

平均数，安徽省基本达到平均数；50%以上河南、安徽均超过22省平均。

可见，20%～50% 的利率在沿淮省

份较常见，所以当时沿淮地区的无论是

粮食借贷还是现金借贷其利率都很高。

另外，近代，沿淮地区的农村借贷利率呈

增长趋势。

我们从表6可以看出，上述三省部分

地区的利率增长较快，1934年的利率比

1929年增长较明显，其中烟区居民的利率

增长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烟区居民生产成

①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翟耀亮：《揭粮与粮价》，《河南民报》1943年5月23日。

③宣统《建德县志・艺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76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61页。

⑤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62页。

地区

河南中部

安徽北部

山东东部

烟区

非烟区

烟区

非烟区

烟区

非烟区

1929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4年

124

108

133

129

115

116

表6 1929-1934年河南、安徽、山东127村利率增长指数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

三联书店，1957年，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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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高，所以其贷款利率增长比非烟区要快。

虽然高利贷利息较高，而且农民也深知高利贷利率较高，一旦借贷，就很容易被套上，但为了生存的

需要，不得不走上借贷的道路。如江苏省“江北中下户农民，一年收获皆不足一年之食用，因此，寒冬荒

春，均皆借债度日。其最轻者，月利为5%；重者，甚至达10%。贫农因生活所迫，虽明知利重，亦不得不

忍痛作剜肉补疮之举”①，真是“庸愚救命为急，食盐不知其咸，嗜砒不知其毒，反以为续命田，争往押钱取

用。”②因此，在高利贷的重压下，农民生活更加艰难了，河南民谣“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夹在

当中吃不消”③，就是近代沿淮农民的真实写照。农民生活越困苦，就越需要借贷，而借贷又进一步加重

生活的负担，这样他们就陷入高利贷的深渊中去了。

地方政府也深知高利贷利率过高，不利农民生活和生产，因此颁布了对高利贷利率的限令，利率不

准超过一定的比例。如1931年7月16日行政院专门就高利贷利率问题给江苏、安徽省政府训令：“宿

迁、睢宁、泗阳、泗县等处，连年迭受匪灾，又遭水患，人民困苦，自不待言。迨各该地富户，竟敢贪放重

利，乘机盘剥，自非从严查禁，无以救济灾黎。合亟令仰该省政府，迅令上开灾区各县地方官布告各当地

民众：嗣后凡关于商民借贷，所订利息，无论缴纳现金或折缴租谷，均应一律遵照国府颁定利率，年利不

得超过二分，以示限制。至其他不属灾区范围以内之各县，亦应通令一体遵照办理。”④1942年，河南省

也规定：“一、凡借贷粮款不论契约如何规定，其利率一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如有，超过部分一律无

效；二、凡债务人对于超过法定利率之利息，应拒绝给付。于依照法定利率清偿后，债权人不得提出异

议，或强迫债务人给付……；三、凡债务人对于应行清偿之债务，如确系无力偿还，或偿还后不能生存者，

得准予延至秋后，或分期清偿。”⑤政府规定的利率比高利贷者放贷的利率要低得多，如果真是这样，农民

就不会受高利贷的盘剥之苦了。但是高利贷者通过各种变通办法逃避责任，将利率远远高于政府的规

定。债主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就在借据上做文章，如苏北中下户农民“立借券时并不书明每月利率若干，

借（仅——引者注）书情愿借大洋若干元，凭中言明，规定在某时归还。将经过期间所应得之利息，贯入

本银之上，如借洋一百元，月利百分之五，规定五个月归还，即将五个月所应得之利息二十五元，连同本

银，书为情借大洋一百二十五元，规定五个月归还，并无利息等语。”⑥而且借贷者都是殷富之家，有权有

势，农民不敢得罪，农民不得不接受高额的利率，“今乡间借贷，往往重利盘剥。民苦于贷息之过重，力难

清偿，势不至脱骗不止，因而贷本无归。倘一控告，则词讼之费更浮于债欠，因而不敢追究”⑦。

近代，由于高利贷利润的可观，过去专门向农民收地租的地主也开始转换为高利贷者，而商人和高

利贷代表也可利用农民抵押土地而成为地主。债权人出现新的变化，就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

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资本家，三位一体。一个地主，他

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他便是债主，拼命的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

债户变成了债务上的奴隶，和像牛马似的对待他们。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的土地—自耕

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地抵押或典当，结果变成佃农，丧失了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

往往是租自己原有的田。—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亦往往出

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商人、官吏）耕种自己原有的田，新的地主自然仍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

民。总之，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地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28页。

②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574-575页。

③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28页。

⑤《河南民报》1943年5月23日。

⑥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28-329页。

⑦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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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农民，有钱的是在变成有地的，是在变成有货的（收集农民的劳动生产品），甚至于变成‘占有农民的’

（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当还债）”①。遭受这种剥削最严重的债务人

一般为中农和贫农，富农情况尚好。“河南中部在流行着最高年利率的情况下，那里的富农家庭似乎并无

任何告贷事情。在安徽北部最高年利率为40%至50%，但富农家庭借款中负担这样高的利率的，只占

88%，而中农和贫农借款中却有92%以上负担这种利率。在山东东部最高年利率为30%～40%，这种利

率影响22%的富农借款，影响61%的中农借款和77%的贫农借款。雇农的情况更坏，不论是在流行最

高利率的地方或者是利率较低的地区，虽然他们无法借得数目较大的借款，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按最高利

率付息。”②

从上面资料可知，农民群体有富农、小农和佃农，他们所受高利贷利率影响不同，其生活有很大区

别。安徽淮北把农民按照田地资产分为三类，一类为大农，他们拥有田地百亩，有雇工及佃农为他们耕

种；二类为小农，拥有自己的田地，但不足百亩，自己耕种；三类为佃农，他们拥有田地较少，或者无田地，

主要以租种大农田地为业。这些人中，佃农比例较高，在淮北“大农百分之二、三，小农百分之二十，余则

为佃农，此其大较也。”③

这些小农和佃农原本生活就极苦，现在又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其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如江北中下户

农民“一年收获，已不足一年食用，况每年所有收获，又须首先归还若干重利债务乎！”④在安徽淮北，大农

的生活比小农、佃农要好上千倍，“大农田畴既广，收入自丰。衣则夏有葛，冬有裘，布帛间之，四时之服

几无不备，食则以小麦面为主。逢集之日，则有荤素菜三数品，视田之多少以为率。居则虽多草舍，少瓦

屋，然皆轩敞，往往多至数十间。若小农佃农衣食住状况，则与大农迥不侔矣。衣则完全布类，或且鹑

结；冬则棉衣一袭而已，日以章身，夜以覆体。农忙之际，日三、四餐，多食高粱、玉蜀黍之属，并有蔬菜佐

餐之品；鱼肉之属，则间有之耳。其农隙，日三餐或再食，以山芋、磨糊为主；居惟茅舍，卑狭殊甚，仅堪蔽

风雨而已……凶年则衣食状况与前大异。大农以有资产，凶年可设法救济；衣食情形，仍可一如其旧

……惟佃农平居一岁之入只敷一岁之出，毫无贮蓄能力之可言，际此凶年，御冬无棉衣；食则藜藿糟粕之

属，一食或再食。大饥则草根树皮，亦食之甚甘，菜色鹄面，饿莩载道；困苦颠连之状，真有不忍言者

焉。”⑤当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无田地无财产甚至连房屋也没有的佃户和雇农的生活境况比小农更加凄

惨。佃户即使拥有少量田地，生活仍然需要借债度日，在高利贷的重压下，可能变为无地的佃农或雇

农。吴觉农描述的佃户生活：“论到佃户们的生活状况，每日的工作差不多要做十五、六个小时——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这是一定的规矩。一家的男女老幼，都要共同的帮忙，虽然热到百度以上，仍须到田间

去犁田耙草，冷到冰点以下，还只有败絮破棉，咬着齿牙去过冬，粗糙麦饭，还算是无上清福，蔬食瓜果，

作终年的佳肴美菜……又比较工业劳动者，还要担忧田作上无限的责任。一遇天灾水旱，不但预付的稍

价，没有着落，即所投的种子、肥料、人工……的资本，亦尽付东流；卖子鬻妻者，时有所闻，所以我们说中

国农民，比较任何地方的工业劳动者还要困苦，也并非过言”⑥，就是典型的事实。

至于雇农的生活，其艰难程度，超越我们想象，他们的伙食由雇主提供，但“雇主率多吝啬，蔬菜且甚

菲薄，油盐亦力图撑节，冬日则一碟或两碟咸菜而已。饭食则为极粗糙之高粱或豆面，除农事最忙或过

佳节以外，鲜有用荤和食麦面者。四季衣服全由雇农自备，以收入极微故，所以皆褴褛不堪，补丁堆积数

层，视为常事，无被褥，冬日则卧于喂牲口之草堆中，俗谓之‘钻草屋’，夏日只需一条苇席而已。树荫底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三联书店，1957年，第334页。

②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58页。

③张介候：《淮北农民之生活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第71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329页。

⑤张介候：《淮北农民之生活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第71页。

⑥吴觉农：《中国农民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16号，第9页。

灾荒冲击下的农民生活状况

-- 89



下，随处可安眠。”①民歌《十月长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淮河流域雇工的生活艰辛的状况：

正月好唱正月工，吃过年饭拜祖宗，有钱大哥去吃酒，无钱大哥抄长工。二月又唱二月工，

老板叫我去上工，来家对我妻子说，洗洗浆浆去上工。三月又唱三月工，手拿麻鞭下南冲，遇到

毛针摎我腿，四蹄又哭两条红。四月又唱四月工，手拿摇车下南冲，高田无水低田到，低田无水

骂我小长工。六月又唱六月工，手拿乌头下南冲，稻柯热坏我的小长工。七月又唱七月工，南

边早稻已弯弓，十二把镰刀齐据手，钝刀锯坏我的小长工。八月又唱八月工，稻萝挑米矶窝舂，

老板吃的好白米，长工吃的嘏子红。九月又唱九月工，菊花酿酒满缸红，老板喝得醺醺醉，那有

半杯到长工。十月又唱十月工，十月初一起南风，拿条板凳拦门坐，“老板老板来算工”，“算工不

算工，还在我家过一冬”，“放你爸屁，得你妈屁，受你家一年罪，还要受你家两年罪，同你家猫来

又无冤来又无仇，不晓得吃了多少臭鱼头，同你狗来又无冤来又无仇，不晓得吃了多少光骨

头”。②

流行于江苏一带的诗歌《水旱行》，更加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在高利贷重压下农民生活的悲惨景况：

我昔还乡苦淫雨，狂风疾卷茅庐去……焉知旱魃又为灾，望断云霓雨不来。赤云张天日如

火，禾焦土裂肝肠摧……日夜车声踏水忙，剜肉医创冀秋获……典农易粟供朝食，穴井求泉掘

市河。一朝盼得嘉禾熟，债主蜂屯集场屋；半年辛苦为谁忙，坐看儿女吞声哭。仓廪嗟无斗粒

余，那堪门外又催逋！佃人已借明年粟，田主犹征去岁租。转眼霜风穿四壁，待死拼将穷命

敌。大户还嫌饭米粗，老农已把糟糠喫。③

导致近代沿淮农民生活境况如此贫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量文献资料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证

明，灾荒是影响农民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气候之不适引起的旱灾、水灾及其他天灾，如风灾、雹

灾、霜灾以及地震等灾害”，是造成沿淮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④。近代以来，淮河流域频繁的自然灾害，对

农村的经济社会冲击最大，往往把农民推向生存的边缘，灾民生活困苦不堪。灾荒之年，为了生存，灾民

往往铤而走险，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灾害发生后，政府和民间要健全和完善应灾机制，确实减轻自

然灾害造成的后果，保障灾民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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